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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北方旱作农业的研究中，有关黍、粟比例的问题，存在同一遗址或区域植硅体和炭

化植物遗存分析结果相矛盾的现象。黍、粟种子在炭化过程中保存下来的概率是否存在不同，进而导

致植物考古统计分析出现误差，是解释上述矛盾的关键。通过现代黍、粟种子的炭化模拟实验，发现

黍的炭化温度区间（250~325℃）远小于粟的炭化温度区间（270~390℃），说明在考古遗址中黍被炭化

保存下来的概率要远低于粟，浮选结果中黍的含量可能会被低估。以炭化植物遗存研究黍、粟旱作种

植格局，还需结合植硅体方法加以验证。相比于黍，粟一般具有更多的直链淀粉含量，因此种子颗粒

的淀粉晶体结构强度更高，耐热性更好，这可能是粟比黍更耐高温，炭化温度范围大于黍的原因。

关键词：黍 粟 炭化种子 炭化模拟实验 植硅体 植物考古

中图分类号：K871.13 文献标识码：Ａ

黍（Panicum miliaceum；糜子、大黄米）和粟

（Setaria italica；谷子、小米）是东亚干旱—半湿润

区最古老的栽培谷物，也是我国史前北方旱作区

最重要的农作物［1］。揭示不同时期黍、粟种植的比

例变化，不仅有助于重建旱作农业的起源和发展

过程，还将为探讨旱作生产与全新世气候变迁以

及社会发展的关系提供参考资料，因此一直是农

业考古、植物考古、环境考古学界研究的热点之

一［2］。

目前，学界对北方旱作农业结构的认识，多是

基于出土炭化植物种子的数量、比例分析得出的，

认为粟自仰韶文化中晚期（距今6000—5000年）开

始至秦汉时期小麦大规模普及之前一直是北方最

主要的粮食作物［3］。然而，这一认识并没有得到历

史文献和考古遗址植硅体分析结果的支持：在甲

骨文和《诗经》中黍出现的次数远超过粟，暗示黍

在商周时期还是北方居民的重要谷物［4］；关中盆地

杨官寨等6处遗址（约距今6000—2100年）［5］、郑州

朱寨遗址（约距今8000—3000年）［6］以及青海喇家

遗址（约距今4000—3600年）［7］的植硅体分析显示，

至少在距今4000年以前黍的植硅体含量一直高于

粟，与同一遗址或相同地区其他遗址的浮选结果

相反［8］。炭化遗存分析和植硅体分析是植物考古研

究的两个主要方法，二者复原的旱作农业结构互

相矛盾，原因有三：一是炭化遗存分析有误；二是

植硅体分析有误；三是两者皆有误。因此，在史前

北方地区粟、黍谁唱主角，已不仅是旱作农业研究

需要面对的科学问题，还是植物考古研究需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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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的方法学问题。尽快找到炭化遗存和植硅体分

析相异的原因，对于利用植物考古手段复原不同

时期黍、粟种植比例，探讨旱作农业发展过程至关

重要。

为解释这种矛盾，有学者对植硅体和炭化遗

存数量统计结果的含义进行了考察［9］，发现经相同

实验方法处理的等重量的黍、粟种子植硅体产量

基本相等，说明相同条件下黍、粟植硅体的保存状

况相似，植硅体含量反映的是黍、粟的相对重量

（产量），而炭化遗存结果反映的是种子颗粒数量，

指示含义的不同可能是两种方法得出相异结果的

原因。相同重量的粟的颗粒数平均是黍的2.26倍，

最高达10倍，仅以种子颗粒数量统计的结果如果

不进行校正可能会高估粟相对于黍的重量。然而，

在一些情况下，即使将黍、粟炭化颗粒数量校正为

相对重量，也仍然与植硅体分析结果相异［10］。如果

植硅体结果能够较真实地反映黍、粟相对比例，那

么差异产生的原因是否在炭化遗存方面，与粟、黍

种子炭化过程有关系？

一般情况下，考古遗址中种子的炭化是由高

温烤焙造成的［11］，而炭化的过程是在一定的温度

区间内实现的，不同植物种子的炭化温度条件不

同，因此被炭化保存下来的概率是不相同的［12］。

这一因素可能造成遗存数量统计分析时的偏差，

影响其所反映的农作物相对含量的真实性。但时

至今日，炭化遗存分析在解释统计结果时均没有

考虑这一因素。主要是因为缺乏植物炭化形成条

件的系统研究，而有关黍、粟种子的炭化实验更

多关注颗粒形态、大小和结构特征的转变［13］，缺

少可信的炭化温度区间数据，黍、粟炭化保存是

否存在差异性尚不清楚，制约了对其复原的黍、

粟比例准确性的评估。

本文选择现代黍和粟种子，设计不同的加热

温度、时间和氧气条件，进行模拟炭化的条件实

验，确定粟和黍种子炭化的温度区间，以期提供

新的数据约束现有黍、粟炭化遗存的分析框架，

为利用考古遗址黍、粟炭化种子遗存研究旱作农

业模式提供埋藏学依据，同时促进学界重视和反

思炭化过程造成的植物考古统计分析中的误差。

一、材料与方法

本次炭化模拟实验的样品分别为两种粟和

黍的成熟种子。这些样品分别产自黑龙江、辽宁

和河北三地（表一），每个品种又分为带壳和无壳

两类（封二︰1），均在室温下以干燥状态贮存4年，

在 2015年 6月实验前没有经过任何浸泡、蒸煮、

烘干等加工处理过程。

本实验利用人工加热炭化方法来模拟高温炭化

过程。加热炭化需要考虑四个因素，即种子含水量、

氧气条件、加热温度和时长［14］。本文没有测定粟、黍

种子样品的含水量，但根据其他学者的研究［15］，经过

自然晾干，常温存储的粟和黍种子含水量大体相同

（10~13%），而样品采集后存放在实验室同一温度和

湿度条件下，因此认为这一因素是恒定的，在实验中

主要调整的是其他三种因素。

实验前先将每种样品分为 2类，即带壳和不

带壳，每一类又分为 2组，以备不同的氧气条件

（氧化和还原）。换句话说，在一次实验中每一个

品种的粟和黍都有4个样品，分别是无壳氧化、无

壳还原、带壳氧化和带壳还原，这样一次实验就

包含了4种粟、黍的16个样品。每个样品选择50~
100粒种子，称重后放入陶瓷坩埚中，其中一半样

品覆盖铝箔纸模拟还原环境，另外一半敞口模拟

氧化环境（图一）。将准备好的样品放入Ney Vul⁃
can 3-550型马弗炉，该马弗炉未经预热，每次实

验均从室温开始加热。实验设置的温度区间为

220~400℃，以5℃为温度间隔，以30℃/min为升温

速率，升至预设温度后，恒温加热时间分别为0.5、
1、2、3、4h。每一次实验完毕，取出坩埚，自然冷却

至室温后在体式显微镜下观察种子炭化状态。

本文将实验后的种子样品分为三类：炭化、

未炭化和破坏（灰化）。炭化颗粒的判定标准是种

子里外均为黑色，形态及胚区特征仍可鉴定，断

面呈多孔状，只有这类种子才有可能留存在考古

堆积之中。有的种子虽外部已炭化变黑，但内部

断面呈黄棕色或棕褐色，结构紧致，那么就认为

其未炭化；而有的种子因受热膨胀，爆裂而严重

变形，失去鉴定标志，质地酥软，触之即碎，这类

种子无法在沉积过程中保存，认为其是破坏状态

（封二︰2）。然而，经过观察，发现有时在一个样品

中部分种子是炭化状态，而另一部分却是未炭化

图一// 实验所用坩埚模拟还原（左）和氧化条件（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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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破坏状态。本文根据已有标准［16］，凡是样品中

出现未炭化种子便认为该样品未炭化，样品中没

有未炭化种子而有大于等于 5%的种子是炭化状

态便认为该样品炭化，破坏样品则是其中的炭化

种子少于 5%。以此标准，通过实验得出了粟和黍

每个加热时长下处于炭化状态的温度区间。最

后，将粟、黍每个加热时间下的炭化温度上下限

值输入到Excel中，统计绘图后进行比较研究。

编号

粟A
粟B
黍A
黍B

拉丁名

Setaria italica（L.）Beauv.
Setaria italica（L.）Beauv.
Panicum miliaceum L.
Panicum miliaceum L.

产地

辽宁绥中

河北武安

黑龙江齐齐哈尔

河北阳原

是否有黏性

是

否

是

是

实验部位

带壳/脱壳种子

带壳/脱壳种子

带壳/脱壳种子

带壳/脱壳种子

表一// 粟、黍植物样品信息

图二// 粟和黍炭化模拟实验结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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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黍粟炭化模拟实验结果

图二、三展示了粟和黍炭化模拟实验的结

果。图中横轴代表加热时长（0.5~4h），纵轴代表温

度。黑线表示炭化的最低起始温度，虚线表示种

子被破坏的最下限，两条线之间为种子的炭化温

度区间。在黑线以下种子尚未炭化，在虚线之上

种子破坏灰化。

首先看无壳种子的炭化实验结果。氧化条件

下，粟和黍在相似的温度条件下开始炭化：加热

时长为 0.5h时，粟炭化的起始温度为 315℃，而黍

稍低，为 305℃；加热时长在 1~4h之间时，粟和黍

炭化的起始温度接近，范围分别是 280~270℃和

280~275℃。但是，在加热 0.5~4h区间内，黍在

325~305℃下即被破坏，而粟至 390~340℃下才被

破坏。与氧化条件下的情况类似，还原条件下粟

和黍加热 0.5~4h的炭化起始温度相近，分别为

315~275℃和 305~275℃，但种子开始破坏的温度

相差依然很大，黍的温度较低，在 315~305℃之

间，而粟的温度可达380~325℃。综合氧化和还原

两种氧气条件，在相同温度和加热时间下，无壳

的粟比黍有着更大的炭化区间。此外，还原条件

下的炭化起始温度与氧化条件下的大致相同或

略高，但其种子破坏的起始温度明显低于氧化条

件下，从而缩小了炭化温度区间。

带壳种子的实验结果则有所不同（图三）。加

热 0.5~4h，粟在氧化和还原条件下的炭化起始温

图三// 粟和黍炭化模拟实验结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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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320~275℃，而黍的炭化起始温度略低，氧化

和还原条件下分别为 280~250℃和 285~250℃。然

而黍在炭化后随着温度上升很快破坏，其在加热

0.5~4h下的破坏起始温度仅为 295~280℃（氧化

和还原一致），而粟在氧化和还原条件下破坏起

始温度分别为 350~325℃和 345~320℃。与无壳种

子相比，无论氧化或还原条件，同在 0.5~4h加热

时间内，带壳粟开始炭化的温度要高 5~15℃，颖

壳似乎对粟种子炭化起到了阻碍作用；而带壳黍

相反，其开始炭化的温度较无壳种子低10~25℃，

颖壳似乎对黍种子炭化起到了推动作用。在相同

条件下，带壳粟和黍种子破坏起始温度均比无壳

状态下降低，其在高温下很容易爆裂，内容物向

外膨胀而变形。

表二对 0.5~4h加热时长下粟和黍的炭化温

度上下限进行了总结。结果表明，无论在什么条

件下，黍的炭化温度区间要小于粟，黍比粟更容

易受高温而破坏。带壳黍虽比带壳粟容易炭化，

但更容易被破坏。与无壳种子相比，带壳种子的

炭化温度区间较小，更难炭化而不利于在考古沉

积中保存。

值得注意的是，在炭化区间内相同加热温度

和时间条件下，粟A（辽宁绥中，黏）比粟B（河北

武安，不黏）要容易炭化和灰化，炭化程度较深，

在一组实验样品中往往产生更多的炭化或灰化

种子，而黍A和黍B（均有黏性）在相同条件下的

炭化程度变化则较为一致。

三、黍粟炭化温度区间的植物考古学意义

炭化后的种子物理化学性质非常稳定，可以

长期保存在文化堆积中［17］。但不同植物种子被炭

化进而保存下来的途径和可能性不同。这一方面

取决于植物加工利用的方式，如一些植物种子在

食用前经过了烘烤或烹煮，就会比其他植物更容

易接近火的高温而炭化。另一方面还取决于其在

不同炭化条件下的质地、结构和坚固性，每种植

物种子自身的物理化学特性决定了其在特定的

加热条件下才能呈现炭化状态［18］。例如，一些研

究对不同植物种子的炭化温度进行了对比，发现

苔麸（Eragrostis tef）的炭化温度在 150~250℃之

间，在300℃下便迅速灰化［19］；小麦、大麦、燕麦等

谷物一般在 250~450℃之间炭化，但有的品种如

一粒小麦（Triticum monococcum）可以耐受 550℃
的高温，而葡萄和鹰嘴豆、蚕豆、扁豆种子在

450℃或 500℃下才被完全炭化［20］；水稻种子的炭

化温度区间为 180~210℃，而普通小麦的炭化温

度区间为215~315℃，是水稻炭化温度范围的3倍
多［21］。

本次现代粟、黍种子炭化模拟实验表明，以

加热时间和升温速率一致为前提，在氧化条件

下，无壳粟的炭化温度区间为270~390℃，无壳黍

为275~325℃；在还原条件下，无壳粟的炭化温度

区间为 275~380℃，无壳黍为 275~315℃。这一结

果与其他学者［22］的炭化实验结果稍有差异，主要

在于炭化温度上下限的绝对值不同。其最低值比

本实验要低（粟 220℃、黍 225℃），而最高值比本

实验要高（粟550℃、黍400℃），因此无论粟或黍，

其确定的炭化温度区间要大于本次实验结果。鉴

于两个研究的实验条件和方法步骤相近，这种不

同的结果有可能是采用的粟、黍品种差异所致。

另一个不同是，他们的炭化实验表明，相对于氧

化环境，还原环境一般会增加种子的炭化区间，

使其可以耐受更高的温度，而黍的情况恰恰相

反，其在还原环境下的炭化区间显著小于氧化环

境下的炭化区间。在我们的模拟实验中，粟和黍

在还原条件下的炭化区间均没有增加，甚至出现

了些许缩减，说明对于粟、黍来说，在还原缺氧的

环境下受热会加剧它们的炭化程度。

即使这样，已有结果都能说明无论在什么环

境下，黍的炭化温度区间均小于粟。在相同条件

下，黍比粟更难炭化，且更容易灰化，因而黍在考

古遗存中被炭化保存下来的概率要低于粟。粟和

黍在带壳状态下，炭化温度区间会缩小，主要表

现为更加不耐受高温（表二），这可能是遗址中很

少发现带壳粟、黍炭化颗粒的原因。同样的，带壳

黍的炭化区间依然小于带壳粟，而且不能耐受

300℃及以上的高温。由此可以假设，考古遗址中

一组等数量的粟和黍种子混合，在相同环境下接

触到火，随着温度升高，尤其是上升到 300℃之

上，粟种子大多炭化而留存，而黍种子则可能灰

化不可辨识，经过这一炭化过程，炭化粟、黍组合

与原有组合数量比例产生了偏差。因此在进行出

土植物遗存数量统计、分析和解释时，需要考虑

粟和黍在炭化过程中保存概率上的差异。

炭化条件

氧化条件

还原条件

无壳

粟

270~390
275~380

黍

275~325
275~315

带壳

粟

275~350
275~345

黍

250~295
250~295

表二// 粟和黍炭化温度的最低值和最高值（0.5~4h）；单位为°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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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上述因素，遗址中炭化黍的数量、比例、

密度和出土概率相对于炭化粟而言可能会被低

估。此外，因为相同质量的粟产生的颗粒数要多

于黍，那么炭化遗存以种子颗粒数量统计的结果

可能会高估粟相对于黍的产量［23］。这两个因素相

叠加，利用炭化遗存反映的粟、黍比例可能并不

符合实际。讨论农作物的结构和比例，产量是重

要的量化信息，把种子颗粒数量校正为产量是分

析对比的前提。在未来旱作农业的研究中，需要

将粟、黍的数量进行校正，即将浮选结果中炭化

粟的颗粒数量除以 2.26，再与黍进行相对产量对

比。即使这样，炭化和埋藏过程也会改变粟、黍颗

粒的相对比例，其如何变化与不同遗址植物加工

方式（如以黍为基本原料的谷芽酒酿造）、炭化温

度、埋藏环境等多种因素相关，不能进行统一的

量化校正，但至少同一遗址的统计结果中要考虑

炭化黍数量的低代表性。

此外，考古遗址中粟、黍炭化的一些外部因

素，如火燃烧的温度条件，也可能会促成炭化黍

的低代表性。遗址中火的燃烧分为自然火和人类

控制用火两种。自然火（如树桩、草地起火）的温

度较低，一般小于300℃［24］，这种条件基本不会造

成粟、黍炭化的差别。但遗址中火燃烧更多地来

自火塘、灶坑的人为用火。根据学界已有实验结

果，人为用火燃烧中心区地表温度可达 600℃以

上，最高可达860℃，燃烧区周边地表温度则逐渐

下降至 300℃以下［25］。粟、黍在脱粒、干燥、烘烤、

蒸煮等加工过程中不可避免接触到火，如果散落

在燃烧中心区附近，其温度超过300℃甚至更高，

那么粟因较耐高温而更多被保存下来，黍则多数

灰化，从而使黍的保存概率低于粟。

虽然有的粟、黍种子颗粒会在炭化和埋藏时

消失，但其稃壳中的植硅体通常会保存下来。现

有研究发现，植硅体含量能够较真实地反映黍、

粟相对产量（重量）变化，可指示粟、黍的相对比

例［26］。因此，植硅体统计结果在埋藏学和指示意

义上较炭化遗存明确。以炭化植物遗存研究旱作

农业结构，需要结合植硅体方法加以验证。

四、粟黍炭化差异性的原因探讨

粟和黍在炭化过程中的差异是何种原因造

成的？一般来讲，植物的炭化过程及程度受多种

因素影响，可大体归纳为两类。一类是外界因素，

包含植物加工利用方式，埋藏方式（集中或散布）

和位置，火燃烧的燃料、温度和时长，加热形式

（波动或恒温），空气中的氧气和湿度条件等［27］。

但是，考古遗址植物遗存炭化过程中的外界因素

难以复原，其所起的作用也很难评估。我们通常

默认同一或相似背景出土的炭化遗存都是在相

近的外部环境下形成的，外界因素的影响可暂时

不予以考虑。本次实验实际上就是在控制一些外

界因素恒定的前提下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不

同植物在炭化过程中的变化程度更多取决于内

部因素，即植物自身的物理化学属性（结构和成

分），这决定了其对高温受热的敏感性。

植物种子物化属性如大小、密度、解剖结构、

含水量、油脂含量和淀粉成分等可能会影响到种

子在加热过程中的炭化程度。已有研究表明，谷物

中种子颗粒越小，其对高温越敏感，在炭化过程中

越容易被破坏［28］。然而，Märkle和Rösch的研究表

明，粟、黍炭化的最高温度也可以达到550℃［29］，再

结合我们的实验结果，颗粒较大的黍（颖果长

2.25~2.58、宽 1.82~2.56、厚 1.38~1.84mm）反而比

较小的粟（颖果长 1.44~1.81、宽 1.52~1.65、厚

1.14~1.6mm）［30］更易于灰化，说明种子大小并不能

解释粟、黍炭化上的差异。种子解剖结构包含种

皮、胚和胚乳，其中种皮厚度对种子炭化的影响较

大，种皮越厚的种子越能经受高温，如葡萄、豆类

种子的种皮比其他谷物厚，从而具有较高的炭化

温度［31］，但是粟和黍同属禾本科黍族植物，其种子

内部结构具有同一性，种皮厚度差别很小［32］，因此

解剖结构特征不是粟、黍种子炭化差异的原因。此

外，还有学者提出，种子密度越高越容易在加热过

程中受到破坏［33］，但是这种说法还没有实验证实，

而且包括粟、黍在内的大部分农作物种子密度均

在 1.2~1.6g/cm3之间［34］，差异范围非常窄小，应该

不能影响到不同种子炭化的程度。

既然粟、黍炭化上的差别不在于其物理性

质，那么是否由化学性质或者说成分上的不同所

造成？粟、黍种子基本的成分包括淀粉、水分、脂

肪、蛋白质和粗纤维等［35］。首先，种子油脂含量会

影响其炭化程度。油性种子如亚麻和罂粟等对高

温加热非常敏感，随着温度升高，种子中大量脂

肪受热而剧烈反应，加速种子燃烧，导致种子分

裂、膨胀、破碎和灰化，因而其从炭化到灰化的区

间非常小，通常只有50~80℃，与其他谷物种子相

比较难呈现炭化状态，保存下来的几率较小［36］。

粟、黍种子主要成分是淀粉，脂肪含量较低。本文

没有测定实验种子的脂肪含量，但通过对中国作

物种质资源库中 2038份粟和 681份黍的粗脂肪

含量进行统计（表三）［37］，发现粟平均脂肪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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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略高于黍（3.6%），但差别不大。而且粟、黍脂

肪含量的分布区间大致相同，统计上应该都呈正

态分布，那么所选样品脂肪含量接近各自平均水

平的概率最大。按照这一假设，脂肪含量相近的

粟、黍炭化程度应该相似，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我

们认为，粟、黍油脂比例不高，脂肪含量可能会有

限地影响粟、黍炭化的过程，但并不是粟、黍炭化

程度差异的决定因素。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成分因素是种子含水量

（moisture content）。种子含水量指种子中所含水

分的重量占样品重量的百分率。潮湿或新鲜种子

比干燥种子含水量高，在受热过程中水分快速大

量释放，更容易造成种子的变形和破坏，从而失

去鉴定特征［38］。本次实验采集的粟和黍样品均是

收获脱粒后，按安全水分标准晒干，在贮藏中保

持通风干燥的。虽然没有实际测得实验种子含水

量，但根据其他学者研究［39］，这样干燥贮藏的粟

和黍种子水分含量没有明显差别（10%~13%），因

而种子含水量也不是粟、黍炭化差异的原因。

粟、黍最主要的成分是淀粉，含量一般在60%
~70%之间［40］。淀粉的结构和性质对粟、黍籽粒的

理化特性具有重要的影响。淀粉是一种天然多晶

聚合物，由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两种高分子组

成，二者分别构成非结晶区和结晶区，交替排列

形成环层。直链淀粉分子和支链淀粉分子之间以

氢键紧密结合成散射状结晶性“束”结构，即双螺

旋结构［41］。根据杨青等［42］对粟、黍种子炭化过程

亚显微结构的观察，伴随着种子未炭化—炭化—

灰化过程，淀粉结构也出现了晶体结构—无定形

结构—结构完全破坏、淀粉颗粒消失的变化，表

明淀粉结晶结构变化程度与种子炭化状态关系

密切。除温度高低之外，淀粉晶体结构强度也是

淀粉颗粒变化，或种子炭化程度的影响因素，而

这一因素又与直链淀粉含量密切相关。直链淀粉

含量高的淀粉分子间缔合程度大，分子排列紧

密，结晶程度高，破坏分子间的结晶结构需要更

多能量，这样就提高了淀粉的稳定性和耐热性；

其次，直链淀粉含量越高，直链淀粉与脂肪形成

的复合物越多，该复合物对热稳定，导致淀粉颗

粒破坏温度升高［43］。换句话说，直链淀粉含量越

高，种子颗粒炭化和灰化温度就越高。

目前我国的黍、粟品种非常多样。一般来说，

黍的黏性要大于粟，这是因其直链淀粉含量较

低，如糯性（黏）黍的直链淀粉含量通常在3.7%以

下，优质糯性黍甚至不含直链淀粉，而粳性（不

黏）黍的直链淀粉含量一般在 4.5%~12.7%之间，

最高仅为 20%左右［44］。目前作为主食的粟主要是

粳性品种，其直链淀粉含量在品种间差异巨大，

优秀品种的直链淀粉含量为14%~18%［45］，但大多

数品种的直链淀粉含量在 20~45%之间［46］，与之

不同，一些糯性粟（黏谷子）的直链淀粉含量可低

至 2.22%［47］。可见，除少量糯性粟外，粟的直链淀

粉含量往往高于黍，因而粟比黍种子更加耐高

温，这可能是粟炭化区间大于黍的原因。此外，本

次实验中即使是糯性粟，其炭化温度区间也要大

于黍，可能反映其直链淀粉含量仍高于两种黍样

品。

炭化实验的结果还表明，粟、黍种子在带壳

的情况下对高温非常敏感，形态结构很容易破

坏，耐受的最高炭化温度降低。这可能是因为粟、

黍种子的颖壳和稃片与种皮紧密结合，透气性较

差，在受热过程中种子中的水分变成水蒸气，但

无法释放，导致种子内部压力上升，膨胀系数增

加，种子体积迅速膨胀，在达到极限值后便很快

爆裂和形变。温度越高，这一极限值越容易达到，

因而在相对较低的温度条件下带壳种子才能保

持炭化状态。较窄的炭化区间使得带壳种子被炭

化的概率低于无壳种子，在考古遗存中很少保存

和发现。目前多数植物考古报告没有炭化带壳

粟、黍的报道，而在少数遗址中虽有发现，但数量

远少于无壳种子，如在北阡遗址，带壳黍只占完

整炭化黍总数的18%［48］。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并未直接测定实验种子

的成分，我们在探讨中采用的是他人研究结果的

平均水平，而实际上因品种、产地、种植环境（气

候、光照、土壤）和测定方法的差异，不同研究中

学名

Setaria italica（粟）

Panicum miliaceum（黍）

样品数（件）

2038
681

最小值（/%）
1.21
1.62

最大值（/%）
6.21
5.67

平均值（/%）
4.046
3.574

标准差

0.668
0.780

变异系数（/%）
16.52
21.83

表三// 现代粟、黍种子粗脂肪含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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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黍各项成分的数值变化范围非常大，并互有

高低，而这些成分因素都可能影响着种子的炭化

状态，这就使得粟、黍炭化结果及成因的解释变

得更为复杂。如果所选粟、黍样品成分含量一致，

还会不会出现炭化程度上的差异？如果出现，其

决定原因又是什么？所以本次炭化实验的结果和

原因推测还需要更多材料和实验验证，需要在定

量控制种子成分因素的条件下，确认粟、黍炭化

条件和程度的差别，再探寻差别形成的因素和机

制。

五、结语

本文通过炭化模拟实验确定了黍、粟的炭化

温度区间，提出黍的炭化温度区间小于粟是导致

考古遗存中炭化黍比例低于粟的可能因素，在炭

化遗存的分析和解释时应考虑黍的低代表性。受

材料和方法所限，本文研究结果仍需更多工作补

充验证［49］。在未来的研究中，选取与人类关系密

切的植物种类，对其种子的炭化温度区间进行模

拟实验分析，将有助于炭化遗存资料的解释和校

正，是重构古代农作物结构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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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rbonization Temperature of Common and Foxtail Millet and Its Implication in
Archaeobotany

WANG Can1 LV Hou-yuan2, 3, 4
(1.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2.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Geo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29;
3. Center for Excellence in Tibetan Plateau Earth 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4.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Abstract: With regard to the question as to which millet (foxtail millet/common millet) was predomi⁃

nant in ancient dry-farming in the north, the research results from phytoliths and carbonized plant remains
from the same site or area often contradict each other. Whether the survival probability of the two species are
different in carbonization process is the key for explaining the above contradiction. Experiments on the ef⁃
fects of carbonization on foxtail millet and common millet defined their temperature ranges for carbonization,
which indicated that the carbonization temperature range of common millet (250~325℃) was smaller than
that of foxtail millet (270~390℃) at any circumstance. Thus, the common millet has lower probability of get⁃
ting carbonized than that of foxtail millet in archaeological contexts, and then the amount of common millet
would be underestimated against foxtail millet in carbonized plant assemblages. The results from analysis of
carbonized plant remains needed to be tested by phytolith analysis when judging the millet agricultural pat⁃
terns. In general, foxtail millet has higher amylose content and the crystal structure strength of starch in
seeds was stronger. Therefore, the seeds of foxtail millet have a better heat resistance and a larger tempera⁃
ture range for carbonization.

Key words: common millet; foxtail millet; carbonized seed; carbonization experiment; phytolith; Ar⁃
chaeobot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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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文化』2020年第1号主な論文の要旨

1．黍と粟の炭化した温度及び植物考古学の意味について（王 燦 呂厚遠）

要旨：北方畑作に関する研究には、黍と粟の比率は同じ遺跡或いは地域においてもプラントオパールによる比

率は、炭化した植物遺物分析による比率と矛盾している。黍の種は炭化中に保存できる概率は、粟の種が炭化中に

保存できる概率と異なり、ゆえに植物考古学統計分析に誤差が生ずる。これは以上の矛盾を生み出した主因だと考

える。現代の黍の種と粟の種の炭化実験結果によって、黍は250度～325度との間に炭化したが、粟は270度～390度
との間に炭化したことが分かった。それによって、遺跡に炭化した黍の種の保存概率は粟の種の保存概率より低

い。浮選した結果を見れば、黍の種の数は実際より少なくなる。炭化した植物を持って、黍作と粟作などの畑作を検

討する際に、プラントオパール方法による検討は不可欠だ。粟は黍よりアミロース含量が多く、その種の澱粉結晶

構造は固く耐熱性もよいので、粟は黍より耐高熱性が高く、粟の炭化温度は黍より幅広い原因だ。

キーワード：黍 粟 炭化した種 炭化実験 プラントオパール 植物考古

2.山東済南章丘河西後李文化集落について（張 溯）

要旨：西河遺跡は現在まで三回発掘調査された。遺跡は面積が広く、典型的な後李文化集落だ。遺跡は川沿い

で、季節性が見られ、引っ越ししやすいという特徴が現れる。遺跡内部の企画と小型経済単位そして漁猟採集は初

級栽培と養殖との生業モデルに適する。西河人は半定住生活を送っており、小荊山遺跡の生業と異なる。

キーワード：西河遺跡 後李文化 集落形態 社会特性

3.今の博物館はどこに立つか？ICOM博物館定義の修正への観察（安来順）

要旨：21世紀以来博物館領域に呈している深刻的な変革、特に2015年UNESCOは博物館の提案書を認定した

ことによって、ICOMは2016年7月から史上九回目の博物館定義の修正を行った。これは業界に大きな反響を及ん

だ。3年間の激しい機論を通し、ICOM執行委員会は269個修正提案書から整えた新提案書草案は予想通りに2019年
9月 ICOM京都大会に定義修正に必要な法律手続きを完成させなかった。それを分析してみると、人々は新提案書

に対して幾つかの疑問がある。主流博物館認知の修正は普遍的に認められるかどうか、UNESCO2015提案書の指導

性意見と上手く融合できるかどうか、ICOM規制と潜在的に衝突するかどうか、一部博物館は国の法律と管理上に

迷惑を掛けるかどうかなどの疑問があげられる。今回の修正はICOM史上において最も民主的な活動で、博物館伝

統派と革新派との間に学術の衝突が生じた。いずれにせよ、理性と専門知恵を融合させる博物館定義は博物館の目

標（なんの利益にサービスを提供する）と特定の行為対象とバランスを取るべきだ。これは理想を基にする使命的

な宣言ではなく、一連の業務行為の組み合わせでもない。現在、ICOMは定義修正路線を新たに調整し2022年次回

ICOMプラハ大会に最終的に広汎的に認められる新博物館定義を達成するようと努力し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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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기장, 조의 탄화온도 연구와 식물고고학적 의의」(王 燦 呂厚遠)

제요: 북방의 건지농업(dryfarming)에 대한 연구에서는 기장과 조의 비율과 관련된 문제로 동일한 유적이

나 동일한 구역에 식물규산체와 탄화된 식물유체의 분석 결과가 모순되는 현상이 존재한다. 기장과 조의 종자가

탄화 과정에서 보존될 확률이 다르기 때문에 식물 고고의 통계분석에 오차가 발생하게 되는데 앞서 설명한 모순

을 설명하는 것이 중요하다. 현대에 이르러 기장과 조 종자의 탄화모의실험을 통해 기장의 탄화온도구간(250~

325℃)이 조의 탄화온도구간(270~390℃)보다 훨씬 낮음이 밝혀졌다. 이는 고고 유적에서 탄화된 기장이 보존

될 확률이 탄화된 조보다 훨씬 낮으며 부선 결과에 기장의 함량이 저평가 될 수 있음을 보여준다. 탄화식물유체

연구에서 기장, 조를 건지 재배로 설정하고 식물규산체 식생 방법을 조합하여 검증하는 것이 필요하다. 상대적으

로 기장과 조는 아밀로오스(amylose) 함량이 더 많기 때문에 종자 알갱이의 전분 결정체는 강도가 높고 열에 잘

견디게 되는데 이는 조가 기장보다 고온에 강하고 탄화온도 범위가 기장보다 더 넓기 때문일 수 있다.

핵심어: 기장, 조, 탄화종자, 탄화모의실험, 식물규산체, 식물고고학

2.「山東 濟南 章丘 西河 後李文化 취락의 초보 분석」(張 溯)

제요: 西河유적은 현재까지 세 차례의 고고발굴과 탐사 작업을 거쳤으며, 유적 면적이 거대한 전형적인 後李

文化의 취락 유적이다. 이 유적은 강을 따라 분포되어 개방성, 계절성, 이동성의 특징을 보인다. 개방적인 배치,

소형화된 경제 단위, 어획 채집과 함께 기초적인 식물 재배와 사육이 결합된 경제 형태가 서로 맞물려 있다. 西河

人은 어획 채집 재배철에 계절적 반정착 생활을 하였으며, 이는 小荊山유적과는 구별된다.

핵심어: 西河遺址, 後李文化, 취락형태, 사회적 특징

3.「오늘날 박물관은 어디에 서 있는가? - ICOM 박물관 정의 개정에 대한 초보적 관찰과 분석」(安來順)

제요: 21세기 이래 박물관 분야에서 나타난 심각한 변화에 부응하기 위해 2015년 UNESCO에서 박물관에

관한 제안서를 통과시켰다. ICOM이 2016년 7월, 박물관 정의에 대한 역사상 9번째 개정을 위한 작업을 시작하

면서 전세계적인 이목이 집중되었다. 지난 3년간 지속된 전세계적인 토론 끝에 ICOM 집행위원회는 269개 정의

권고안에서 새로운 정의의 초안을 선별하였다. 그러나 2019년 9월 ICOM 교토 세계박물관대회에서 개정에 필요

한 법적 절차를 통과하지 못하였다. 이에 대해 정리하고 분석한 결과, 사람들은 새로운 정의 초안에 대해 몇 가

지 중요한 의문을 제기하였다. 주류 박물관 인식에 대한 핵심이 변경되는 것을 보편적으로 수용할 수 있는지,

UNESCO 2015 제안서와 완전히 맞물릴 수 있는지, ICOM의 규정과 잠재적으로 충돌하지 않는지, 박물관 관련

법률과 관리상 일부 국가에서 얼마나 충돌하는지 등이 있다. 이번 정의의 개정은 ICOM 역사상 가장 민주적인 과

정으로 진행하였으며 박물관 전통파와 혁신파 사이의 학술적 의견 대립을 보여주기도 하였다. 그러나 어떠한 입

장에서 보더라도 이성적이고 전문적으로 도출된 박물관의 정의는 박물관이 가지는 목표(비영리기관으로서의 박

물관)와 업무 간의 균형이 효과적으로 반영되어야 하며, 그것은 이상적인 사명선언에 기초하지도 일련의 업무 행

위를 간단하게 나열하는 것에 그쳐서도 안 된다. 현재 ICOM은 정의 개정 로드맵을 재조정하여 2022년에 열리

『東南文化』2020년 제1기 주요 논문 제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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